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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史书写中的“大历史”和“小历史”
———以清末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档案为视角∗

姚乐野　 刘春玉　 任家乐

摘　 要　 研究范式决定了历史书写，也决定了研究的成果。 本文以清末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档案文献为视角，探
讨运用新的研究范式重新书写和整理图书馆史。 传统“大历史观”范式下，清末民国图书馆史的研究呈现以下特

点：一是以思辨性的历史书写为主；二是精英书写；三是注重图书馆“宏观历史”的书写；四是主要关注学术流变、
学人圈的交流和互动。 而公众史学等新思潮注重社会史、微观史或者说“小历史”的研究。 新的研究范式必然带

来对档案、口述史、回忆录等史料的重视；新的研究范式将会有新的视野，并深化图书馆史的研究。 图书馆史研究

应将重点放在属下群体的研究，寻求从“草根阶层”而不是从“精英阶层”，从社会化的角度而不是从学术流变的

角度，来梳理和研究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从而拓宽图书馆史研究的视野。 表 １。 参考文献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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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托马斯·库恩提出范式理论以后，这个

简便又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历

史研究。 范式理论的核心是一种公认的，具有

路径依赖性的假说、理论、方法、定义的模型，也
可以说是一种思维习惯的描述。 范式理论可以

用来阐释历史考察背后的哲学思想，包括历史

书写问题。 “历史书写”是历史学研究中的用

语，这个词源于西方，中国传统的说法是“历史

记注”，该词实际涵盖了中文的“历史记录”与

“历史编纂”的双重意义，这是一个容易引起混

淆的概念。 研究完成后写出来的专书，也可以

称为历史书写；如作为动词使用，可称为“书写

历史”，那实际上是在实践或是创造历史［１］ 。 由

于历史书写常常述评结合，很多时候不易区分

是叙述还是研究，而且这种区分也并无必要；换
言之，历史书写的过程是历史叙述和历史研究

并存的过程。 由于范式的不同，不同的历史书

写会产生不同的研究成果。
现有图书馆史材料的整理状况是：一、学界

对于民国时期图书馆界公开出版的著作、期刊

等已有相当深入的挖掘与整理，从最近十余年

的出版情况来看，基本上已将这一时期图书馆

界出版物整理完竣，期刊的整理最为完善，并且

现有研究基本以此为基础。 二、对档案、口述

史、地方志的整理及利用尚处于初始阶段，因为

保存分散、难以查找等原因，这些数量庞大的文

献尚难构成学界研究的基础。 研究材料限制了

研究视野，使得现有民国时期图书馆史研究的

公开文献总体上属于学术历史书写及精英历史

书写。 本文结合清末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档案

资料调查，探讨如何运用新的研究范式，拓宽图

书馆史的研究视野。 认为应将重点放在属下群

体的研究，寻求从“草根阶层”而不是从“精英阶

层”，从社会化的角度而不是从学术流变的角度

来梳理和研究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

１　 传统范式———图书馆史书写中的“大
历史”

现有历史书写有三种范式：认知性的历史、
认同性的历史与承认性的历史。 三种范式分别

以启蒙运动以来的进步史学、民族国家史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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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史学为代表。 以进步史学为代表的认知

性的历史书写，追求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和规律

性；以民族国家史学为代表的认同性的历史书

写，最高目的是服务于民族身份认同的构建；以
新文化史、微观史、妇女史等为代表的承认性的

历史书写，强调的是被忽略、被抑制的他者在历

史书写中的在场［２］ 。 以认知性的历史、认同性

的历史为代表的研究范式一直是图书馆史书写

的主流，可以用黄仁宇注重宏观变化和整体结

构的“大历史观”来概括。 认知性研究范式注重

图书馆史“大树”的主干，紧紧把握图书馆史研

究的所谓主旋律。 如严文郁所著《中国图书馆

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一书，分背景、萌芽

时期、成长时期、抗战及复员时期等来显示图书

馆事业的进步轨迹，又分图书馆立法、教育、研
究、团体与国际关系来讨论图书馆事业的不同

面相。 而另一种范式，认同性的历史则倾向以

国家、民族为讨论范围，将认知性历史研究的成

果服务于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 如程焕文所

著《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
贯穿的一根主线就是图书馆学中国化问题，既
体现了认知性范式“进步” “客观”的特点，又体

现了建立“他者”和“我者”的认同性历史范式的

特点。 两种范式如此熟稔地运用于图书馆史的

研究并不奇怪，因为在同时期及之后的大量历

史书写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并促成了这两种范式

的运用。
从文献来源来说可分为公开文献和非公开

文献两类：前者主要是指公开出版的图书、论文

等，具有统一的书号、刊号，可以通过市场流通；
而后者主要是指并非公开流通，而存在利用限

制的文献，如档案、未刊稿、内部刊物、调查报

告、访谈记录，等等，一般不具有商品属性。
如果以图书馆史文献的内容是否以“思想

创作”为主进行分类，又可以分为主观性文献和

客观性文献两类。
一是主观性文献汇编：期刊类文献主要以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图书馆学季刊》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以下简称为 “三大

刊”）为代表，以及前后四次结集出版的《近代著

名图书馆馆刊荟萃》 （２００３），及其续编（２００５）、
三编（２００６）、四编（２０１３），《民国时期图书馆学

报刊资料分类汇编·儿童图书馆卷》（２０１４），等
等；著作类文献有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创作的

各种作品，解放后撰写的回忆录及学术著作等，
如严文郁的《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

胜利》（１９８３），《一代宗师———纪念刘国钧先生

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 （１９９９），《毛坤图书馆学

档案学文选》 （２０００），《裘开明图书馆学论文选

集》（２００３），《杜定友文集》（２０１２），《沈祖荣集》
（２０１６），等等，还有王余光、范凡将民国时期著

名图书馆学人马宗荣、杨昭悊、杜定友、刘国钧

等人的著作汇编成集的《清末民国图书馆史料

汇编》（２０１４），及其续编（２０１６）等。 笔者将其归

入主观性材料，主要是因为这些材料大多是经

“创作”产生，是当时图书馆学人思想创造的成

果。 当然，这些刊物很多也具有客观描述的成

分，例如三大刊对图书馆事件的报道，比如中华

图书馆协会历届年会的报道等，但总体以思想

创造为特征。
二是客观性文献汇编，主要是政府发布的

政策文件，图书馆、民众教育馆制定的规章制

度，馆史、馆务报告，图书馆和图书馆人编制的

索引目录，等等。 较有影响的有李钟履的《图书

馆学论文索引》 （１９５９），《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

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１９８２），《中国

省市图书馆概况（１９１９—１９４９）》 （１９８５），《中国

图书馆学史料丛刊：清末民国图书馆史料汇编》
（２０１４），等等。 从已出版的有关民国时期图书

馆事业文献汇编资料来看，已经有一些内容出

自档案资料，比如 １９９２ 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

馆史资料汇编》，其前言中说明：“《汇编》的大部

分资料选自北京图书馆档案，所缺资料从公开

出版的报刊中补充。” ［３］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

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及近年出版的

《清末民国图书馆史料续编》也有不少内容来自

于档案，但是来源杂乱、零散，仅为公开出版文

献的一个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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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图书馆史研究文献呈现以下特点：一
是以“思想创作”为特点产生的论文、著述，是具

有大量思辨性质的历史书写；二是精英书写，这
些作者，不论是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人，还是

１９４９ 年以后的回忆录作者、研究者，基本可以归

为图书馆学人、图书馆馆长、主任等，是图书馆

事业发展中的少数精英；而这一小众往往也自

认为或被认为是图书馆事业的代表者；三是这

些材料关注的领域是图书馆史“大树”的主干：
著名机构、著名学人、著名事件，等等，一般是图

书馆事业的核心和骨架；四是主要关注学术领

域的发展与进步、学人圈的交流和互动，由于这

一群体大多身处图书馆业的上层，有不少人接

受过图书馆学高等教育，他们所关注的也多是

学术交流和研究。

２　 传统范式形成的原因及不足

传统范式的形成有其必然性。 ２０ 世纪初中

国图书馆事业尚处于少数社会精英及西方传教

士唤醒的阶段，虽从业人员日增，然而并未与其

他服务业划清界限，整个行业还没有形成有别

于其他职业的专有知识及技能，仅从称谓的混

乱即有所见，“书籍每日由协理轮查一次，如有

损坏遗失等情，须由管书人追根赔补。” ［４］１０２“本
楼立总理一人、监督一人、司书二人、司事一人、
门丁一人、庖丁一人、杂役一人。” ［４］１１４直到 １９１０
年，官方文件《学部奏拟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

章程折》第十五条，其中有“图书馆管理员均应

访求遗书及版本，由馆员随时购买，以广搜

罗。” ［４］１０９这时才开始出现“图书馆管理员”的提

法。 早期图书馆员所学习的范本主要来自中国

人在西方的游记，以及少数从日本转折而来的

西方图书馆学知识。 到了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以后，
海外留学归来以及本土科班出身的图书馆人如

杜定友、刘国钧、沈祖荣、袁同礼等，以及文化界

的重要人物梁启超、林语堂、王云五等，对于形

成图书馆的专有知识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同时

期出现的图书馆刊物及图书馆协会中树立起了

旗帜，起到了核心的作用，也在图书馆事业的话

语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人数众多的普通图书馆

员群体，则很少涉足图书馆的核心知识领域，是
图书馆事业中发声较少的群体。 本文借用“下
属群体”（Ｓｕｂａｌｔｅｒｎ）这个概念来描述这个群体，
即“无论从阶级、种姓、年龄、社会性别、职务还

是任何别的意义上说，都具有社会中处于从属、
下等、次要地位的一般特性。” ［５］ 而当时后现代

史学尚未形成，传统史学占据统治地位，研究范

式上还关注不到这一群体。
三大刊的编辑者与作者基本代表了图书馆

学的精英群体，常常既是“记录者”，亦是“被记

录者”，这些人的文章牢牢占据了期刊的绝大部

分版面。 而从民国时期出版的图书馆方面的专

著来看，亦具有“学术化”的浓厚意味，因此民国

时期的图书馆公开文献总体上属于学术历史书

写的范畴。 由于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基础与美国

不同，是由上而下的新风尚的形成，缺少群众基

础，也缺少下属群体书写历史的习惯，导致很难

听到来自他们的声音。
因此，如果只是研究图书馆学术的演进变

化和精英群体的交流活动，那么现有的材料尚

足以应付。 然而从承认性史学的角度来看，重
视研究个体不同的微观世界，承认那些被忽略

了的“他者”的存在，注意普通图书馆员在历史

书写中的在场，以及一些社会史关注的问题，比
如基层图书馆的生存和发展，基层图书馆与民

众的关系，知识在经由图书馆传递给民众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图书馆员的经济生活、职业动

态、教育培训细节，比如考试、招生、就业等，图
书馆员职业的性别趋势，社会认识对图书馆职

业的接受程度，职业心理等等微观或宏观的问

题，等等，现有的公开文献很难提供支撑。 图书

馆的公益性质决定了图书馆是与政府行为结合

相当紧密的行业，图书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其

实也是图书馆“大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而这种关系并不是研究若干政府法律法规文件

就可以解答的，但至今未见相关研究，估计也是

因为思维受局限或者材料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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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档案的现状及
特点

综上所述，扩大史料的收集范围是解决现

有研究范式缺陷、形成新的研究范式的重要一

环。 学界注意到了这个问题，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

来，特别是最近十年，学界对于民国时期图书馆

事业史的文献整理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 国家

社科基金资助对民国时期不同类型的图书馆事

业文献进行整理，代表性的立项有王余光的《图
书出版与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研究》 （编号：
９６ＣＴＱ００５），姚乐野的《清末民国时期图书馆事

业档案整理与研究》 （编号：１５ＺＤＢ１２８），马春晖

的《晚清、民国时期地方志图书馆史料的整理与

研究》（编号：１６ＢＴＱ０３４），分别涉及出版物、档
案、地方志三种类型的文献，涉及公开文献和非

公开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反映了学界对于不同

类型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的重视，至于其他各

类民国图书馆史、思想史、教育史等方面的专项

研究也有不少，都程度不同地涉及了图书馆史

料的整理与利用，此处不再赘述。
我国图书馆事业诞生发展于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最早出现的图书馆多是国家图书馆、省
级图书馆、教会图书馆，以及由藏书楼改变而来

的私人图书馆，到三、四十年代，县级公共图书

馆、民众教育馆图书馆（室）大量增加。 民国建

立以后，社会一直动荡不安，图书馆事业档案存

世较少，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局势稍微稳

定，档案数量开始大量增加。 民国图书馆档案

多集中于 ２０ 世纪 ３０—４０ 年代，分国家、省级、地
方、私立四个层次的内容，涉及人事、薪资、政府

训令、馆务活动、教育培训、图书馆与外界交往

等多个方面，除政府档案以外，教会档案也值得

关注。
笔者调研了全国 １４ 家收藏有民国图书馆事

业档案的不同类型和层级的档案馆，总结了现

存民国时期图书馆档案的特点，归纳如下。
一是体量庞大但散存各地。 民国时期图书

馆档案分散于全国各地档案馆，可资利用的档案

数量相当丰富，一些普通的地方档案馆也有不少

值得关注和深入整理的档案资料（见表 １）。

表 １　 １４ 家档案馆图书馆档案收藏整理情况

档案馆名称 所藏图书馆档案数量 保存状态

第二历史档案馆 １８ １１０ 页 数字化

北京市档案馆 ６ ０００ 余页 数字化

天津市档案馆 ３０ ０００ 余页 数字化

上海市档案馆 １０ ０００ 余页 数字化

重庆市档案馆 １５ ０００ 余页 数字化

贵州省档案馆 １０ ０００ 余页 纸质

四川省档案馆 １０ ０００ 余页 数字化

广东省档案馆 １５ ０００ 余页 数字化

湖北省档案馆 ２０ ０００ 余页 数字化

湖南省档案馆 ６ １００ 页 纸质

武汉大学档案馆 ５０ ０００ 余页 纸质

北京大学档案馆 １０ ０００ 余页 纸质

成都市档案馆 ８ ０００ 余页 数字化

成都市双流区档案馆 １０ ０００ 余页 纸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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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蕴含信息对于图书馆史研究极具价

值，但开发利用不足。 在查阅档案的过程中，我
们时常惊讶于档案所展示信息的重要价值。 双

流区档案馆所藏民国时期双流县图书馆档案，
展示了一个基层图书馆工作的鲜活例子，而学

界关于基层图书馆的系统研究基本还是空白。
重庆档案馆所藏完整的国立罗斯福图书馆档

案，使我们能够深入了解当时国立图书馆的运

作情况，对其“筹而不立”背后所涉及的复杂纠

葛有了发现，而现有论文对此语焉不详，也是研

究的真空；至于从第二历史档案馆查到的有关

１９４７ 年中美援引《佛尔伯莱法案》合作开展图书

馆学教育的框架协议，文华图专内迁时期教职

人员职称评定的重要文件，金陵大学申请开设

图书馆学专修科，以及教育部的批文等珍贵信

息，也是公开文献所未见的。 本课题组以档案

为基础的研究成果《民国时期四川省立成都女

子职业学校高级图书管理科办学研究》《民国时

期图书馆学函授教育研究》填补了学界研究的

空白。 这些都说明档案史料价值极高，大大拓

展了研究的视野，补充现有研究的不足。 由于

档案利用不便，当前的图书馆史研究直接利用

档案文献的文章数量很少。
三是以馆务活动、图书馆管理为特点，从内

容上看，民国档案大多体现为图书馆馆务活动

的记载，诸如向政府部门呈请开办图书馆的函

件、政府部门的批示、图书馆的月度、年度工作

报告、薪资收入、人员简历、教育培训等内容，都
具有明显的公务性质，这些信息在正式出版物

中很少看见。 因此，档案记录多以馆务活动为

线索，其历史书写多采用客观、中性的记述，相
当大的篇幅反映了下属群体的“在场”，是一种

承认性的历史书写，对于当前加强基层图书馆、
普通图书馆员群体的研究，采用社会史、微观史

研究的方法大有裨益。 由于档案材料是原始

的，未经“创作”①的第一手材料，研究者不易受

到前人思维惯性的影响，往往会有新的发现。
而图书馆本身又是与政府联系非常紧密的行

业，因此档案材料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价值是不

言而喻的。

４　 承认性历史范式的采用

承认性历史范式依托后现代史学而产生。
后现代史学认为历史并不一定是连续的、整体

的、一元的，而是呈现出不同方面的、多元的结

构，因此也就存在从不同角度进行历史书写的

必要。 后现代史学认为历史也不是少数作者可

以塑造的，而是强调对文本本身的解读，而文本

的来源更加广泛，一切具有分析价值的材料都

可以作为文本解读，这样就动摇了传统史学注

重进步性、客观性、规律性，讲究整体性、主干性

的研究特点，降低了作者的地位，促成了微观史

学、大众史学的兴起。 一些经典著作如《奶酪与

蛆虫：一个 １６ 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马丁·
盖尔归来》等，均是从属下群体中的凡人故事来

展示这个群体所具有的某些特征。 这些著作所

依据的材料多样，法国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

里的《蒙塔尤》就是利用宗教裁判所的档案，完
成了对一个农村社会生活、思想、习俗的考察。
这些以小见大，从微观世界延伸到宏观叙事的

方法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因此，承认性历史范式的运用其实与传统

史学研究范式并不矛盾，而是拓展了学界的思

维，让那些以前根本不引起注意的现象成为新

的研究目标。 在关注历史的每一片“树叶”的同

时发现树叶之间的规律性，从而也为认知性历

史范式和认同性历史范式提供更多的佐证。 由

于当前图书馆史精英书写、精英表述的特点，笔
者认为尤应将重点放在属下群体的研究，这不

仅能弥补传统图书馆史研究的缺陷，也丰富了

我们对图书馆史的总体认识。
以下以重庆档案馆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

会档案为例，来阐述承认性研究范式的运用。
从传统图书馆史书写范式来看，现存有关罗斯

０６６

① 此处所说“创作”主要是指思想创造，不包括档案的形成者有意造假或歪曲的“创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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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８

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的档案绝大多数是令人沮

丧的，基本为主流研究范式所无从采用。 里面

包含着这样一些文件：严文郁与友人蒋复璁、汪
长炳等关于国民政府迟迟不正式设立罗斯福图

书馆的焦虑及安慰的内容，严文郁的许多校友

走马灯式地赴任而后又匆匆辞职的记录，罗斯

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与自来水公司、电话公司

因为水费问题、电话架设问题争执不休的数十

封信件，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工作人员因

为要出公差开具的通行证，罗斯福图书馆筹备

委员会与警察局关于添设警察保卫的争执，罗
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被盗的处理，罗斯福图

书馆筹备委员会关于社会人员在外冒名撞骗的

说明，外界请托来馆任事的函件，为应对物价飞

涨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采取的相应措施，
政府机构经常下发的与图书馆工作毫无关系的

学习文件，工作人员履历，等等。
然而，如果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说，这些材料

提供了很多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笔者发现了多

达近百页的有关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和重

庆市自来水公司、重庆市公用局、重庆市政府之

间关于水价的往来公文、函件，内容涉及罗斯福

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希望援用机关学校特价用水

前例，享受优待水价。 从现存的档案看，这些公

文、函件时间跨度较长，从 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筹

委会致函重庆市政府嘱援照机关学校特价用水

用电收费［６］起至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 １１ 日重庆市政府

以市府市秘二字第＜２３６４＞号训令［７］ 同意罗斯福

图书馆筹备委员会以 １ ／ ３ 水价计费止，接近两年

的时间①。 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以机关学

校特价用水用电先例为由，申请享受优待水价，
而自来水公司以“优待条例所定优待范围并未

包括文化社教团体在内，该会既为教部所设立，
但其性质仍为一文化事业团体而非政府机关，
当然不在优待之列”为由予以拒绝［８］ ；罗斯福图

书馆筹备委员会继而提出“前国立中央图书馆

与现重庆市立图书馆亦均荣贵公司惠允优

待” ［９］为由再请优待。 从往来公文、函件之多，
历时之长，到市公用局、市政府的介入，可以合

理地推测出当时重庆市政府的社会控制力是很

薄弱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国民政府在制定公

共政策时，并未将包括图书馆在内的社教团体

与学校、机关并列，图书馆始终游离于主流教育

领域之外，也反映出国民政府对图书馆的一种

漠视态度。 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屡次函请

享受优待水价，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有先例的存

在，还有一个原因是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中后期国民

党统治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是为维持图

书馆运行的不得已之举。 １９４７ 年 ８ 月 １９ 日，罗
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在给自来水公司的函件

中提到自来水已停流三日［１０］ 。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罗
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在给重庆市政府的函件

中提到“惟近月来以国库支绌，对于本会经常费

并未依照物价之增长而加多，本月份全部经常

费已不够缴付水费，其他应支费用更了无着

落” ［１１］ 。 从这些档案记录可以看出当时维持图

书馆事业的艰辛，而这些内容在现有研究范式

里是看不到的。
仍以图书馆学、档案学教育为例，内迁前文

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简称文华图专）以精英教

育为主。 根据采访毛坤之子毛相骞先生的笔

录，文华图专内迁前是培养图书馆馆长级别人

才的学校，是一种精英式的教育。 内迁前文华

图专毕业生大多任职国内著名高校及重要图书

馆馆长、主任，在业界拥有良好的声誉。 内迁到

重庆以后，精英教育开始向大众教育发展，不仅

招生门槛降低，招生人数大为扩张，还设置了新

的档案学专业，这一趋势到了抗战复员武汉以

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从丁道凡先生整理的

《文华图专各届毕业同学录》（初稿）以及武汉大

学档案馆所藏该校档案可见，该校至内迁及复

员以后学生数量有明显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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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实际的时间跨度可能更长，从档案中看，罗斯福图书馆筹委会应是先致函自来水公司，未果，再致函重庆

市公用局，仍未果，最后致函市政府，请市政府转饬公用局转饬自来水公司实行优待水价。 所以实际的起始时间

应早于 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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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重庆档案馆、武汉大学档案馆、第二历

史档案馆所藏文华图专档案为例，从档案来看，
１９４０ 年文华图专正式设立档案学专业，档案课

程增加为档案经营法、档案编目、档案分类、档
案行政学、档案实习、中国档案论、西洋档案论、
档案专题研究八门，档案学成为与图书馆学并

重的教育领域。 图书馆学课程进一步拆分，比
如中西编目法拆分为中文编目法、西文编目法、
编目专题研究、特种目录编制法四门课程。 各

种图书馆研究拆分为大学图书馆学、中学图书

馆学、公共图书馆学。 图书馆学建筑从图书馆

行政中拆分出来，成为单独的一门课程，增设图

书馆学概论、图书馆讲演等新课程。
除档案学类课程的大量增加外，文华图专

尝试涉足的其他领域还包括文秘学、出版学、博
物馆学、考古学等文科项目，诸如书评、公文研

究、公务管理、公文程式、政府组织概要、特种博

物馆学、考古学、簿记与会计、社会科学概论、自
然科学概论、出版调查与研究、儿童读物研究、
成人读物研究、文哲概论、史地概论、学术讲演、
社教工作、伦理学等二十余种新课程。 １９４２ 年

文华图专呈送给教育部备案的文件中就清楚地

反映了这种变化。 “教务之部，二、增设新课程：
本学期拟添设史地概论、史料整理法、博物馆学

通论等课目。 史地概论一课全体学生必修。 史

料整理法、博物馆学通论二课档案科学生必修，
图书科学生选修。” ［１２］ 从学科设置、课程设置、
学生数量等方面来考察，文华图专内迁期间表

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而另一方面是，文华图

专在渝期间师资力量急剧下滑，虽然沈祖荣努

力延请，外籍教师没有一个前往重庆。 从学术

培养看，文华图专的研究刊物《文华图书馆学专

科学校季刊》已经停刊，内迁及复员后文华图专

毕业生在业界的声誉也远远不能与之前那些人

数少而精的前辈相比。 从教学环境来看，沈祖

荣的儿子沈宝环说：“抗战时期文华图专在廖家

花园的师生过的是克难式旧农村生活，不是‘食
无求饱，居无求安’ 两句话就可以充分形容

的。” ［１３］５可见当时文华图专的学科设置和办学

与师资力量、教育环境不相适应，与战前更是形

成巨大对比。
教务长汪长炳离开文华图专，前往新成立

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担任图书博物馆学系主任

就很能说明问题，“在汪教授立场，他觉得他是

在扩充文华在图书馆界的影响力，而把社教学

院的系看成文华的分校。” ［１３］ 而实际上恐怕与

汪长炳看淡文华图专未来的发展有关。 沈祖荣

为此召集毛坤、徐家麟、皮高品、汪应文开会，讨
论教务长这一重要人选，居然“几个小时没有取

得共识”，最后“毛师挺身而出，他说：‘你们都有

困难，我来做教务长。’” ［１３］ 可见文华图专已到

了很窘迫的地步。 那么文华图专在如此困难的

境地为何反而扩张课程，扩大招生呢？ 这明显

与当时的物质条件是相背离的。
这是因为新成立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

博物馆学系如芒在背，对文华图专形成明显竞

争优势。 １９４１ 年 ８ 月在重庆璧山成立的国立社

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旨在培养造就图

书馆博物馆高级人员。 当时，图书博物馆专业

在国内大学及专科学校多设科办理，其有学系

之设立，以社会教育学院为开端。 图书博物馆

学系是我国第一所国立本科学制的图书博物馆

学系。” ［１４］汪长炳离开文华图专后又先后拉走

文华图专多位教师，如徐家麟、严文郁、黄元福

等文华校友。
该系办学很像内迁前文华图专的翻版，学

生素质较高，“奉教育部令将江苏省立教育学院

及私立大夏大学教育学院社会教育学系 ２—４ 年

级学生合并本院，于是本院遂完成大学之实

质。” ［１５］另一部分新生则由国内各省市教育厅

局考选保送。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学生待遇一律

公费，学费与伙食费均免，并按月发给零用钱，
每学期还发给一定数额的制服补助金，此外学

院还设有各种奖学金，以鼓励学生勤奋学习与

研究［１４］ 。 该系第一届学生于 １９４５ 年毕业，将直

接与文华图专毕业生形成竞争。 而此时文华图

专应教育部的要求，入学门槛已经降到高中毕

业水平，在重庆期间再未开设过本科，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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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与国家支持的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

学系相比。
对于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的兴起

与文华图专的渐渐落后，沈祖荣的失落与危机

感是毫无疑问的。 因此在各方面条件都很差，
甚至办学都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沈祖荣开辟新

的专业，增设新的课程，增加招生人数等逆势举

措也就可以理解了。
档案中一篇产生于 １９４６ 年的文件《私立武

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募集基金启事》，真实

反映了沈祖荣期待战后复兴发展文华图专的

愿望。
“本校开办迄今历廿五载，毕业学生对于国

内图书馆事业之推进与国际文化之沟通尚能胜

任愉快，粗有成绩。 民国三十年度起复蒙教育

部核准添设档案专科，造就以科学方法管理档

卷之人才，服务各机关社团以为提高行政效率

之助，虽事属创举亦深得各界好评。 因此本校

同人在各方人士鞭策与鼓励之下不敢不力图上

进，以期对国家社会多有贡献，为加深学术研

究，广为储备人材以应今后之建国需要计，拟乘

此抗战胜利举国复员之会筹建独立学院。 此事

经征求有关当局与各地校友意见无不欢为赞许

早观厥成，进行办法拟一面将学校由渝迁回武

昌并添设博物馆科，一面勘定新校址建筑新校

舍添置图书仪器约聘国内外专家。 一俟人才设

备大体就绪，再呈请升格为独立学院，图书档案

博物三系鼎立，以为东亚唯一研究文献管理之

最高学府。” ［１６］

沈祖荣的压力还不限于此，１９４５ 年时，袁同

礼就打算联合北京大学开设图书馆学教育机

构，“拟由北大、故宫及北平图书馆组建研究部，
其中高级班以自由讲学为主，初级班则为北大、
故宫及北平图书馆在职人员的进修而设。 研究

部设在离北平图书馆不远的团城。” ［１７］ 而真正

的原因是袁同礼与蒋复璁渐生芥蒂，对沈祖荣

与蒋复璁的联合有看法，担心因此断了北平图

书馆馆员培训的路。 王重民在向胡适说明傅斯

年不赞同在北大办图书系的理由时就说：“大概

是顾虑到蒋复璁和袁先生个人的问题。 文华经

蒋之联络与鼓动，已树叛袁附蒋旗帜，在这个当

儿来办图书系，未免是助袁压蒋，或孟真先生有

见及此，有意躲避蒋慰堂将来闹麻烦。” ［１８］ 而最

后的情况看，虽未办成研究部，然而北京大学图

书馆学专修科却建成了。
档案中反映了沈祖荣力图建设高水平的

“文献管理之最高学府”的愿望，大致来自以上

两个原因，如果该计划得到最终落实，文华图专

就能在办学规格上超越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

博物馆学系，继续保持在图书馆学，乃至新兴学

科档案学、博物馆学等的教育领袖地位。 因此，
我们认为文华图专在重庆的办学扩张，以及复

员后的振兴计划，与新的竞争者出现所带来的

危机感有重要联系，这是公开出版物与档案相

结合所产生的结论。

５　 结语

图书馆史学者傅荣贤认为客观反映历史就

要尊重历史事实，广泛收集并鉴别材料。 这里

存在着一个关于“真实”的价值指向，那就是努

力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避免人为倾向的流露，
反映出学者们对历史的尊重与敬畏［１９］ 。 笔者认

为图书馆史的研究还不只限于“求真”，因为“求
真”乃是史学研究的最基本要求，而更为重要的

是要拓宽眼界，寻找研究范式上的突破，从而带

来新的观察角度。 旧有注重“精英史”“学术史”
的研究范式已暴露出许多不足，近年来学界越

来越重视对于档案材料的挖掘和利用，除了寻

求更为客观、多角度地观察问题外，可能还有一

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寻求从“草根阶层”而不

是从“精英阶层”，从社会化的角度而不是从学

术流变的角度来研究某种社会现象。 由此应探

索新的研究范式，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产生更有

深度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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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３００１９０２０６１０００００９９０００－０１至０２．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１９４７ ） ［ Ａ］． Ｔｈｅ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Ｒｅｃｏｒｄ Ｎｕｍｂｅｒ：

００５３００１９０２０６１０００００９９０００－０１ ｔｏ ０２．）

０７０



姚乐野　 刘春玉　 任家乐：图书馆史书写中的“大历史”和“小历史”———以清末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档案为视角
ＹＡＯ Ｌｅｙｅ， ＬＩＵ Ｃｈｕｎｙｕ ＆ ＲＥＮ Ｊｉａｌｅ：“Ｍａｃｒｏ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ｏｆ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８

［１２］ 关于呈送本校民国二十九学年度校务行政计划与工作进度对照报告表及民国三十学年度校务行政计划

及进度表的报告（１９４２年３月５日）［Ａ］．武汉大学档案，全宗号：７；年度：１９４６；案卷号：１－８；档号：７－１９４２－

１０．（Ｓｃｈｏｏ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 ＆ ｗｏｒｋ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ｉｎ １９４０ ａｎｄ １９４１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ｒｃｈ ５， １９４２）［Ａ］．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Ｒｅｃｏｒｄ ｇｒｏｕｐ ｎｕｍｂｅｒ ７；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ｏｆ １９４６； Ｒｅｃｏｒｄ ｓｅ⁃

ｒｉ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１－８； Ｒｅｃｏｒｄ ｎｕｍｂｅｒ： ７－１９４２－１０．）

［１３］ 沈宝环．序一［Ｇ］ ／ ／ 毛坤图书馆学档案学文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５．（Ｓｈｅｎ Ｂａｏｈｕａｎ． Ｐｒｅｆａｃｅ （１）

［Ｇ］ ／ ／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Ｍａｏ Ｋｕｎ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５．）

［１４］ 彭飞．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简史 ［ Ｊ］ ．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０７ （ ３）：９７ － １００． （ Ｐｅｎｇ Ｆｅｉ．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Ｍｕｓｅｕ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２００７（３）：９７－１００．）

［１５］ 陈礼江． 本院设立之旨趣及办理方针 ［ Ｊ］ ． 教育与社会 （创刊号）， １９４２． （ Ｃｈｅｎ Ｌｉｊｉａｎｇ． Ｐｕｒ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Ｊ］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 ｆｉｒｓｔ ｉｓｓｕｅ）， １９４２．）

［１６］ 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募集基金启事［Ａ］．私立武昌文华图专档案，第八七六号，全宗号：８； 年

度：１９４６年； 案卷号： １９４６－８．（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ｆｕｎｄ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ｂｙ Ｂｏｏ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Ａ］．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Ｂｏｏ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Ｎｏ． ８７６． Ｔｏｔ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８；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ｏｆ １９４６； Ｃａｓｅ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１９４６－８．）

［１７］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台北胡适纪念馆． 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Ｇ］．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合

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４３８．（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ＫＵ， Ｈｕ Ｓｈｉ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Ｈａｌｌ ｏｆ Ｔａｉｐｅｉ．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 Ｓｈｉ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Ｃｈｏｎｇｍｉｎ ［ 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ｒｅｓｓ； Ｈｅｆｅｉ： Ａｎｈｕｉ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４３８．）

［１８］ 周佳贵． 王重民设立图书馆学专修科的始末［ Ｊ］ ． 国家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３（４）：８３－８８． （ Ｚｈｏｕ Ｊｉａｇｕｉ．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Ｗ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ｍｉｎ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

ｎａ，２０１３（４）：８３－８８．）

［１９］ 傅荣贤． 中国古代图书馆史研究的叙述模式［Ｊ］ ． 山东图书馆季刊，２００８（２）：４９－５１．（Ｆｕ Ｒｏｎｇｘｉａｎ．Ｔｈｅ ｎａｒ⁃

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０８（２）：４９－５１．）

姚乐野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５。
刘春玉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５。
任家乐　 成都大学特聘研究员。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１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１－１４）

０７１


